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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勞務之統合分析研究

朱惠瓊1、張明凱1、陳殷哲1

情緒勞務對於工作者而言，是一種在工作時面對不同狀態時，自身情緒管理的策略，工作者會在

面對不同的組織制度與要求，進行內在的情緒調節並在工作現場完成情緒的表達。本研究運用

Rosenthal（1995）統合分析法分析 2005至 2022年間臺灣情緒勞務期刊量化實證研究 51篇，研究
結果指出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及工作表現間具有中度且正向相關，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間具

有低度正向相關，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間具有低度負向相關。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建議：

針對個人增加自我覺察來感受情緒，並透過一致性的情緒管理策略來面對工作現場所面對的對象；

在組織方面透過制度與工作環境的調整、組織文化脈絡的傳承、員工支持方案提供等方式，協助

員工的凝聚力提升以及對於組織認同度的提升，使情緒勞務得以調整。

關鍵詞： 情緒勞務、組織制度、工作表現、正向主觀感受、負向主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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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消費者權益逐日被重視，許多企業組織聚焦消費者的需求，以獲得外部顧客滿意度為優先，
常常忽略組織內員工的真實感受，員工在面對同事、主管和部屬時，須不斷調整自己的情緒內涵，
亦即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表現形式，以利於促進工作任務或目的的順利達成（謝琇玲等人，
2023）。過去研究顯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以質（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
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適應情形（張
映芬，2021）。Petiot等人（2023）提出情緒勞務的四種形式，分別以掌控和感受兩個主被動性形式，
處理不愉快和不愉快產生的正面情感，情緒勞務中對於情緒表達規則、關懷行為和情感耗竭等，會
產生某種程度的中介效果，其中表面行為與情緒表達規則更為相關 （Qiu et al., 2023）。情緒勞務
對於工作者而言，是一種在工作時面對不同狀態時自身情緒的管理策略，而工作者會在面對不同的
組織制度與要求進行內在的情緒調節，最後在工作現場完成情緒的表達（吳宗祐、鄭伯壎，2003；
林瑞枝，2012；Grandey & Gabriel, 2015; Wharton, 2009），組織依據制度與規章進行標準的設計與
規範，另需要運用心理資源來處理組織對於工作者的情緒任務（陳元璟，2022），例如在服務業之
中，員工與顧客互動時，會因為實際互動而調整情緒策略來達成績效（陳殷哲、蔡毓靜，2020）。
此外，在組織內部，員工與主管、同事之間也會因不同的互動狀態，而產生不同的組織氛圍，造成
組織內的績效表現落差（Lin & Huang, 2014）。故工作者面對情緒任務時便利用情緒的「表層偽裝」
或是「深層演出」來因應或符合組織所要求的規定，若工作者的表現無法符應組織的期待時，便可
能影響個人的績效與個人的工作成就感，造成工作滿意度的下降，甚至影響工作者個人的留任意願，
就造成了組織的人力流動不穩定。其中所謂的「表層偽裝」是指工作者與外在服務的互動的情緒調
節為符合組織要求，但自己內在的真實感受未有改變；「深層演出」是工作者透過內在情緒的調節，
能讓自己的注意力轉移或是認知改變，注意力轉移為藉由轉移情緒的焦點調節情緒，認知改變則是
以不同角度重新評估與詮釋事件，進而讓自己的情緒由內而外達成一致性（齊文華，2015；劉怡均，
2022）。
所以組織在面對情緒勞務的期待上，便期待工作者可以在工作歷程中內化組織的制度與規範，

以真誠的工作表現來表現組織所期待的形象，例如：領導者自身的情緒勞務的耗竭性質與領導者正
念作為，可以減少深層行為對領導行為的負面影響（Ortynsky et al., 2024）。讓工作者能達成內外
一致的情緒感受，同時也讓工作者在工作之中達到身心的平衡與健康。
工作者個人在工作歷程中個人的內在情緒與感受，會反映到外在工作態度與表現，而工作者在

內在所感受到的正負向情緒感受便會在感受將於心理資源來運作、處理（陳元璟，2022），故工作
者在工作歷程中會有許多的感受，包含了工作壓力、工作倦怠、情緒耗竭等負向感受，這些負向感
受不斷的讓工作者受到挫折、無力感甚至出現了離職的傾向，這些負向感受透過情緒管理來調節工
作者的情緒勞務與負向情緒的關係（林木泉等人，2008；連志剛等人，2022）。至於情緒勞務不僅
只有負向的影響，對於工作者而言，若在情緒策略的選擇上以深層演出的方式，能讓工作滿意度提
升（Lee & Chelladurai, 2018），因為真誠一致的服務，除了降低情緒耗竭的可能，同時也提高了顧
客的滿意度，不斷的正向循環便會透過正向的工作回饋提升了自己的績效，同時也反映到工作者的
工作滿意度上。
情緒勞務存在於工作者的工作歷程中，同時影響了個人身心、組織制度與績效、服務群眾的感

受與滿意度等不同層面（王志宏、翁振益，2009；何月妃等人，2011；李卿雲，2013；洪嘉仁，
2015；鍾政偉等人，2021）。目前情緒勞務的研究中，量化研究將情緒勞務與不同變項的影響進行
關係的探討（朱正一，2013；何玉菁等人，2022；林少龍等人，2012；侯勝宗等人，2015；徐錢玉、
陳柏蒼，2012），質化研究中藉由不同職業類型中所感受的情緒勞務進行探究（侯雅雯，2016；孫
義雄等人，2017；劉怡均，2022），黃敦群等人（2014）針對情緒勞務前因後果進行統合分析的探究，
目前已近十年未有情緒勞務統合分析的相關研究，2014年後的情緒勞務研究已新增近百篇的文獻累
積，故研究者便希望透過統合分析的方式來探索情緒勞務，並試圖針對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工作
表現、正向主觀感受與負向主觀感受的統整分析，並提供工作者、組織、管理者在實務上運用與參
考。
綜上所述，情緒勞務影響了工作者的不同層面，從個人的情緒正負向感受所導致的工作滿意

度、情緒耗竭或是工作成就感，到組織層面中的工作制度、員工工作績效以及組織氣氛，以及客戶
對於服務的感受以及回購率，皆會受工作者的情緒勞務所影響。在過往臺灣的研究中也顯示情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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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於員工身心健康、工作績效、組織氣氛等不同面向都有所影響（孫義雄等人，2017；齊文華，
2015；蔡孟愷，2013；謝彥緯等人，2014），故使工作者能有一個良好的身心平衡與情緒穩定度於
工作現場之中，是組織所期待與渴望的，情緒勞務的重要性也就成為了現今組織、管理、人才培訓
相關研究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本研究採統合分析研究法（meta-analysis）進行，根據臺灣期刊資
料庫中 2005年至 2022年之研究與文獻資料以客觀計量的統合分析法進行分析，探討臺灣地區情緒
勞務在組織制度、工作表現、正向主觀感受、負向主觀感受的影響，主要研究目的為：蒐集彙整臺
灣情緒勞務實證研究，瞭解情緒勞務相關研究的範疇；分析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工作表現、正向
主觀感受與負向主觀感受之關聯性，以及各相關變項的效果值。

文獻探討

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的起源是由學者 Hochschild（1983）所提出，觀察航空公司空服
員工作時發現了過程中空服員不僅是執行推餐車、放行李或是倒咖啡等力勞務工作，更需面對客
人無理要求時仍要保有笑容來服務顧客。後續其他學者亦針對情緒勞務進行研究，Morris（1995）
的研究中認為情緒勞務的主要目標是提升顧客滿意度，情緒勞務乃是組織制度下管理員工如何對
顧客表達工作中的情緒狀態，為了滿足雇主以及顧客的表現，並使顧客能獲得滿意的服務，Morris
與 Feldman（1996）認為情緒是會受社會環境所影響，並會在人際互動之中，情緒表現出符合組織
期待時所付出的心力、計畫與控制；Grandey（2000）以情緒調節的觀點為研究，認為情緒勞務是
以符應組織規定下，個體在工作中面對顧客服務時調整自身感受、情緒表達的歷程；Brotheridge與
Grandey（2002）則將情緒勞務視為個體表現出組織所期望情緒，並積極調節內外在的歷程；Glomb
與 Tews（2004）對於情緒勞務的定義則是不僅為管理情緒，還需要將情緒的表現能符合工作或組
織制度的要求。Grandey與 Gabriel（2015）指出情緒勞務與工作未來的三個重大挑戰的交叉點：員
工心理健康、多樣性和包容性以及遠程／虛擬工作和新型工作安排，此三個主題是情緒勞務研究的
延伸。
在臺灣，學者針對情緒勞務進行研究與定義，如吳宗祐與鄭伯壎（2003）針對情緒勞務的定義

聚焦在工作中與人際的互動時，以工作觀點出發進行情緒的調整而付出的心力，將工作以及生活情
境的情緒調節進行區分；吳清山與林天祐（2005）則認為情緒勞務為在面對顧客時控制情緒運用語
言、肢體動作，使其感受到關懷、安全與愉悅心情的表現；邱淑玲（2020）針對情緒勞務的研究
中則在情緒勞務定義中將情緒視為一種商品，在交易或服務的過程中受到組織制度的控制。情緒
勞務是個體在工作場所互動上面臨的一種困境。經常面對情感困境可能會對心理健康護士（mental 
health nurse）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福祉、工作關係和表現產生負面影響（Delgado et al., 2020）。綜
上所述，能發現國內外學者在情緒勞務的概念與詮釋之中有許多不同的角度與看法，也能發現情緒
勞務不僅僅牽涉到個體在工作情境中的情緒感受，甚至是在因應環境、組織以及制度規範下帶給他
人的感覺；若將整體定義與概念進行歸納後，情緒勞務的內涵與定義聚焦於在工作時個體與他人的
人際互動歷程中情緒的管理與展現，並將能夠使個體於工作中達成組織的規範、要求的勞動過程。

（一）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關聯性

情緒勞務在現今的社會中頻繁出現，每一個工作都有其工作要求，在組織的運作之時規範員工
的工作標準，員工為了達成目標除了體能與智能外更需要付出心理資源來應對工作的要求，所以在
此過程中員工能控制的便是情緒勞務的策略（陳元璟，2022）。所謂組織制度包含有組織層面中的
工作制度、員工工作績效以及組織氣氛（孫義雄等人，2017；齊文華，2015；蔡孟愷，2013；謝彥
緯等人，2014），工作制度是組織聘任、工作規範等；工作績效是指組織成員達成任務的質與量，
是員工在工作上貢獻價值、品質與表現（Schermerhorn, 1996），組織氣氛是指影響員工的工作動
機、工作行為和工作態度的組織內在環境（Al-Shammari, 1992）。本研究定義之組織制度：意指工
作者於工作現場中需要符合組織所規範之情緒工作標準，工作者在面對工作時，其情緒非僅代表個
人的展現，更是代表組織且須符合組織要求的（林尚平，2000），故組織制度所代表的便是在各種
工作現場時，組織對於情緒勞務的規範與要求。Brotheridge與 Lee（2002）提到組織會要求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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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工作角色的情緒，內容包含了強度、頻率、種類。員工在達成組織要求的歷程時會找尋外部正
向的回饋並與其維持正向關係，所以員工在過程裡會使用情緒策略來進行互動，Morris與 Feldman
（1996）表示在工作角色要求的表達頻率越高、情緒規範留意程度越高、情緒變換頻率越高以及無
法讓內外在情緒一致的表達時，員工的情緒勞務的程度也越高，所以當情緒勞務程度越高會讓員工
感到情緒緊張與自我情緒疏離（陳元璟，2022；童莉萍，2021）。
情緒勞務起源於研究服務業的從業人員，Totterdell與 Holman（2003）認為，當組織成員感受

自身或組織擁有較佳的顧客導向氛圍時，會抑制負面情緒，工作人員會保持專業，表現出組織所需
要的行為與情緒來進行服務（謝俊義等人，2015）。Hu等人（2023）探索情緒勞務與組織背景的
互動，發現組織支持對情緒勞務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情緒勞務對職業能力和職業承諾能夠產生積極
影響，同時亦發現在不同的組織中都可能有著不同的情緒勞務工作者。在臺灣目前研究的對象、工
作場域也可大致分類為：1. 醫療產業：包含護理師、醫師、藥師、心理師以及職能治療師等；2. 政
府部門：包含軍、警、公、教人員以及社福人員；3. 服務業領域：包含電信服務、旅遊業、美容業、
門市服務以及志工等等。因此依據臺灣相關研究在組織制度上以場域類別作為區分方式，故以下針
對不同的領域與情緒勞務的關係進行探究說明。
護理人員在各個研究者之中皆呈現為高情緒勞務者，且年齡、年資、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心

理狀況等不同的因素皆容易影響情緒勞務的呈現，當情緒表達要求越高、情緒變換頻率越多或情緒
展現與內在情感明顯衝突時，情緒勞務表現均容易顯著增高（朱正一，2013；何玉菁等人，2022；
李卿雲，2013；周漢威，2017）。而在不同的研究之中能發現科別不同其情緒勞務負擔程度亦不
同，其最主要的原因為每天面對的病人病情和護理內容不盡相同，所以在不同科別護理人員所承擔
的情緒勞務程度也不相同，其心理健康狀況亦不同（李卿雲等人，2013；吳淑蓉、王秀紅，2005；
Wang & Chang, 2016）；在文獻中，加護單位護理人員有高度情緒勞務，其中以「基本情緒表達」
之情緒勞務得分最高，「表層情緒控制」之情緒勞務與「理性思考」的工作壓力呈現顯著正向相關
性（r = .261, p = .044），護理人員的年齡與教育程度，能顯著預測情緒勞務的表現（高潔純、吳珮
甄，2015）。另外約聘護理人員比起正式護理人員基本情緒負擔高、具高情緒耗竭、且擁有低外在
工作滿意度，推論原因可能為約聘護理工作缺乏保障、薪資待遇及升遷管道皆不如正式護理人員（朱
正一，2013）。Xu與 Fan（2023）研究指出，深層情緒（表面表現）對關係和工作滿意度產生負面
影響，與深層表現和自然感受到的情感相反。在整體醫療人員的情緒勞務的表現中，皆呈現了醫護
人員皆為中度甚至是高度的情緒勞務工作者，在面對不同的情境、受服務者、組織與主管的要求與
規範，甚至是社會對於醫護人員的期待，皆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
在公務員的工作領域中多樣性高，侯雅雯（2016）在針對公務員的情緒勞務的研究中表示公務

員雖然不能如同私人部門一樣將情緒成為商品進行買賣，但為了達到目標也需要進行情緒的偽裝。
在警消人員的情緒勞務研究中，能發現警消在服務人民的過程中多因為接觸第一線負面情緒的消
息，所以容易受相關情緒影響與渲染，造成服務的警消人員有情緒勞務的負擔，而出現情緒耗竭與
工作倦怠的情況；而在組織的要求規範中，在情緒策略的選用上被規範需要以表面的情緒控管與民
眾親切互動，但缺少了深層情緒控制的訓練，導致許多的警民衝突（陳棟樑等人，2017；孫義雄等
人，2017）；在公務員體系中衛政、財政、民政以及社政系統則因為需要與民眾接觸，所以在情緒
勞務的負擔上也造成了相關公務人員負擔，文獻中顯示了情緒勞務與工作倦怠雖不一定呈現負相
關，但若組織未能積極處理，就會影響到人員的離職傾向以及工作倦怠（黃一峯，2016；劉怡均，
2022）。
李安明等人（2012）提到了情緒勞務普遍存在於教學環境之中，且認為教育人員的情緒表達是

一種潛在的教育與文化，會長期且深遠的影響學生的價值觀、人格以及情緒發展。Hu（2023）探
討外語情境下，認為有效運用情緒勞務策略，與更高的教師韌性有關。此外，從文獻之中能發現教
師在面對不同對象包含學生、家長以及組織甚至外在系統的要求與期待之中，都樹立了一個「有愛
心」、「有耐心」、「關心」的溫暖形象，教師的情緒勞務貫穿其教學的專業責任和互動，基於專
業目的而參與情緒勞務（Brown et al., 2023）。情緒表達規則，可提供深層情緒勞務和自然感受情
緒的積極情境，並調節教師的積極情緒和策略；積極的特質情緒增加了自然感受情緒的表達，而消
極的特質情緒增加了表面情緒勞務，表面情緒勞務導致情緒耗竭，對教室情緒氛圍容易產生不良影
響，另深層情緒勞務和自然感受情緒對教室情緒氛圍產生積極影響（Ma et al., 2023）。所以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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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以及與環境的教職人員面臨著同樣的「形象」時，也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情緒勞務（孫俊傑、龔
心怡，2010）。在年資上的變項之中，年資較淺的專輔教師高於資深的專輔教師（陳怡君、郭丁熒，
2020）；年資低於五年的教師的壓力來自於學生的表現、家長的教學，資深的老師則是來自於家長
與校方的政策（范捷茵，2014）；不同年齡的學校行政人員也顯示在不同情緒勞務的構面上有這不
同的表現（孫俊傑、龔心怡，2010）。教師的專業身份、深層情緒勞務和表面情緒勞務存在顯著的
性別差異；專業身份在教師的教育程度、教學經驗年限、自然和深層情緒勞務之間起到了完全的中
介作用，在男性和女性早期兒童教師在專業身份感和情緒勞務策略的使用方面存在差異（Xie et al., 
2022）。
從上述的文獻中，情緒勞務於組織之中影響了工作者在整體的工作環境之中的工作表現以及情

緒感受，針對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的文獻探討提出的研究假設一為：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呈現正相
關。

（二）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關聯性

工作表現的定義為在員工與顧客互動中，會因為實際的互動狀況來改變情緒的策略，也就是因
為員工為了達到績效，需要調整不同的情緒來運用在工作之中（陳殷哲、蔡毓靜，2020）。在情緒
勞務所影響到的工作表現相關文獻裡，討論了工作倦怠、工作滿意以及離職傾向等構面。在工作倦
怠中能分成情緒耗竭、情緒過度延展以及去人性化的幾個面向來探討，情緒勞務便在過程中調節與
顧客的關係用以提升服務的績效，但是長期以及過高的情緒勞務，容易讓個人的真實自我與工作規
範的情緒產生落差，而負面的工作情緒會對於工作上的表現，以及服務的品質產生影響（王光旭，
2022；許順旺、李湘玲，2012），從研究中能發現在情緒勞務承受越高時，工作倦怠感越高，而在
表層情緒偽裝越高時也會出現離職傾向提高以及較低的工作滿意度，最後也較容易導致情緒耗竭的
情況出現（朱正一，2013；許境頤、詹介云，2014；黃一峯，2016；劉廷揚等人，2016）。深層情
緒表達對於員工在服務顧客時能進行有效的情緒管理，並有利於服務的表現，另外在員工認同組
織時會願意付出更多心力，並產生更多利他及利組織的行為，也會有效地提升自我的服務效能感
（洪嘉仁，2015；徐錢玉、陳柏蒼，2012；陳怡君、郭丁熒，2020；曾瑞蓮等人，2011）。另外，
Kumar等人（2022）研究發現，深層行為對主動承擔產生積極影響，表面行為與任務績效之間存在
積極聯繫，主動承擔在低績效為基礎的薪酬界限條件下部分中介了深層行為和績效之間的關係。所
以能發現在策略的選擇中，多會探討如何提升員工的組織承諾以及教育訓練來用以提升深層情緒演
出的使用，而從情緒勞務的策略來看，工作表現許多時候是因為顧客或是組織衡量，並非員工個人
的單一因素，所以在此時就會因為受到外在因素而產生更多不同的情緒與壓力。

Du與Wang（2021）認為表面行為與工作投入呈負相關，而深度行為與工作投入呈正相關、員
工的工作投入與建言行為呈正相關。因此，工作投入能夠將情緒勞務轉化為建言行為的中介變項。
此外，知覺組織支持調節了情緒勞務與建言行為之間的關係。另外，侯勝宗等人（2015）針對創新
行為與情緒勞務進行討論，也在過程中發現，深層演出的情緒勞務對於創新行為的表現較佳，會透
過不同的方式來與客戶互動。所以在情緒勞務的不同面向之中，仍有許多的工作表現以及行為能持
續探討。綜上，本研究的工作表現包含工作倦怠、工作滿意度以及離職傾向，針對情緒勞務與工作
表現的文獻探討提出的研究假設二為：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呈現正相關。

（三）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關聯性

員工傳遞正面情緒，可為組織帶來利益，包含較高的顧客滿意，較佳的服務品質評估，及增進
顧客再度光臨與推薦的意願，進而提升組織績效。正向主觀感受強調的是正向情緒，其為個體價值
判斷所引發的一種持續性的快樂感覺，能協助個體在面對困境時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能積極愉快
的態度接受新的想法、開拓心智、發揮潛力（常雅珍，2011）。依此概念，本研究正向主觀感受子
構面區分為「工作滿意度」、「情緒智力」以及「心理健康」三個面向。
工作滿意度一詞又可以稱為「工作滿意」、「工作滿足」或是工作滿足感，主要是針對工作者

在生理與心理兩方面對工作本身及環境直接感受需求是否已被滿足（彭于萍，2015；葉佳綺、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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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2012）。工作滿意度與情緒勞務的關係中，諸多研究呈現正相關，表示員工在情緒勞務感受
程度高的時候工作滿意度也會隨之提升（朱正一，2013；陳棟樑等人，2017；陳璿如、王淑清，
2016；許順旺、李湘玲，2012；劉馥夢、陳殷哲，2016）。當員工將情緒勞務視為情緒調節策略，
以深層演出的方式進行服務時，表示內心想法與表達內容一致便能真心對待服務的客群，同時也認
為此情緒表現也是公司所規範要求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情緒勞務便會產生回饋進而提高工作滿意度
或是工作效能（沈碩彬、黃文三，2017；葉佳綺、黃能堂，2012）。員工對同事的情緒勞務與離職
意向之間的關係是通過團隊成員交流進行中介的，在表面對同事的情緒勞務和團隊成員交流之間，
發現了監督聆聽的調節作用（Kang & Jang, 2022）。所以情緒勞務與工作滿意度上有著密切的關係，
若能藉由情緒勞務的相關訓練，也能使員工在工作上久任與擁有正向感受。
情緒智力影響了一個人的整體表現，包含學習能力、身心健康以及人際關係，情緒智力也同時

是一個面對困難以及工作壓力時的一個方法（黃秋霞，2016），可以降低情緒勞動的影響程度，
因為情緒智力較高的人能有效地處理與人交涉、互動的問題以及帶給人有較好的感受（謝佩玲，
2015）。情緒智力與情緒勞務的關係中，過往研究能顯示情緒智力越高的狀態下，越不容易有情緒
勞務的產生同時也會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在相關的變項中，也能發現性別、年資也都會影響到情
緒智力的表現（何玉菁等人，2022；劉廷揚等人，2016）。擁有良好之情緒智力，不僅能調節負面
情緒還能展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能提升個人工作績效以及組織的正向成果。
在心理健康的定義之中，過往學者將心理健康定義生活適應良好、情緒穩定、有充分的勞動力

等，而心理健康能發現從生理、心理、情緒、認知以及工作、人際等面向進行探討（余民寧等人，
2018；吳相儀等人，2018；齊文華，2015；龔珮瑄，2016）。研究指出情緒勞務影響了工作者的情
緒與感受，並需要承受相關工作壓力，所以在不利的勞動環境之中，可能會造成個人的身心失衡，
同時也可能影響工作表現，而高情緒勞務工作者便容易產生工作壓力與倦怠；而低情緒勞務工作者
則會擁有較高的心理健康狀態，所以在研究中顯示若能降低情緒勞務負擔，利用深層演出與服務
對象有輕鬆且真實的互動關係便能降低情緒耗竭的情況進而維持較好的心理健康狀態（李卿雲，
2013；李卿雲等人，2013；齊文華，2015）。而同事情緒勞務中的深層表現與情感敏感度對一線員
工的積極創新行為具有正負面影響（Ma et al., 2023），其中深層表現和員工幸福感又呈現負相關
（Yan et al., 2023）。若能夠減少情緒勞務，對於提升心理幸福感有所幫助（Kim & Park, 2023）。
由上述的文獻，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的文獻探討提出的研究假設三為：情緒勞務與正向主

觀感受呈現正相關。

（四）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關聯性

本研究中負向主觀感受包含工作壓力和工作倦怠。依據 2019年時 Hussain與 Saif所提出了工作
壓力的定義是指員工沒有達到公司的要求，導致精神或身體緊張。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的相關研究
中，陳書梅（2012）、陳建和與吳沛妤（2019）、劉馥夢與陳殷哲（2016）、楊淑芬（2021）以及
黃秀萍（2022）等人的研究結論指出情緒勞務與工作壓力呈現正相關的結果，意指高情緒勞務工作
者容易感受到較高的工作壓力，同時在工作壓力越高時越無法真實的表現合適的情緒，同時也容易
因為工作壓力而造成情緒耗竭甚至形成工作倦怠。Choi等人（2019）提出積極應對和尋求支持等應
對策略可以緩解情緒勞務壓力對倦怠不良現象的影響。
此外，研究指出情緒勞務與工作倦怠存在顯著正相關，長期處在情緒勞務的狀態之中，易使工

作者感到生、心理以及情緒的疲乏與耗竭，導致情緒的低落以及失去服務的熱忱（許境頤、詹介云，
2014）。在多數研究中呈現高情緒勞務工作者更容易產生工作倦怠，所以長期從事情緒勞務工作者
使情緒資源逐漸缺乏後降低了成就感，同時也造成了工作的倦怠（王友蘭，2018；朱家煦，2020；
陳建和、吳沛妤，2019；陳棟樑等人，2017；劉廷揚等人，2016）。而在針對不同構面與情緒勞務
的關係之中，彭馨瑩等人（2017）以特教老師的工作倦怠與情緒勞務的研究之中指出去人性化與情
緒勞務呈現負相關，意指當員工去人性化程度越高時，對於情緒勞務便較難感受，可能在面對組織
規範要求時隱藏自己的真實情緒，造成了不一致的情緒感受與表現；陳棟樑等人（2017）、林永森
等人（2015）以及王志宏與翁振益（2009）在針對 119接線派遣員工以及領隊人員的研究中，發現
在情緒勞務的策略上，若選擇了淺層演出，則會造成內外不一致，容易形成敷衍的態度，造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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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降低並產生工作倦怠；若能以深層演出時，能透過一致的感受帶給受服務者正向的感受，形
成自在的工作氛圍。深層表現阻礙了將負面情感傳遞給顧客，而表面行為則促進了這一過程。因此，
顧客情感和員工的情緒勞務都對服務互動具有重要的影響（Liu et al., 2019）。綜上所述，工作倦怠
的影響並非僅侷限於個人，同時也造成了外在服務態度以及組織內部的管理議題。
依據前述實證研究，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的文獻探提出研究假設四為：情緒勞務與負向主

觀感受呈現負相關。

方法

（一）選擇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定義研究主題為「情緒勞務」，確認後進行文獻探討，在篩選文章時，選擇與研究相
關議題的文章並審慎地篩選，俾利後續資料分析實的精確性。
統合分析法，亦稱為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整合分析及綜合分析，係將研究目標的相關

結果進行蒐集，並加以統計分析、統整，歸納成綜合性結論的方法，統合分析不會對研究目標作結
果預測，因此可以改善傳統文獻法容易導致文獻編撰者的主觀導向缺點，取得客觀研究之結果。此
外，統合分析係指對研究目標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對大量研究目標相關文獻透過定量的統計手法
進行分析，並取得實證研究結果，計算其個別研究效果值（effect size, ES）來描述不同研究的研究
結果，再對個別研究的效果值加註加權值，求得整體平均的效果值，使研究目標得以取得實證。

（二）情緒勞務相關研究檢索及蒐集

確認研究主題後，在文獻資料蒐集時力求完整，避免影響分析的效度。本研究以系統性透過網
路搜尋「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電子資料庫搜尋，搜尋的標的包括發表雜誌論文，在尋找資料
時運用上溯法（ancestry approach）在文章後面的書目、各種摘要進行搜尋；下延法（descendency 
approach）利用引文索引向下尋找後續研究，盡可能將相關研究找出，才不致於遺漏重要的資訊。 
在實際檢索文獻及期刊論文時，發現近九年內，在臺灣目前並無針對情緒勞務進行統合分析，

從各相關研究中求取平均之效果值，以歸納出客觀之結果。因此，本研究以統合分析之研究方法深
入分析情緒勞務的實證研究。 

（三）分類主題研究類別與取捨

蒐集相關主題實證研究後，研究者將蒐集到的資料先行做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及變項項目相關
性題目及摘要性初步歸納及分類，並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選用相關期刊論文之標準如下：

1. 研究主題必須是排除碩博士論文並在期刊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以有關「情緒勞務」
之量化研究，若所蒐集的研究是以質性分析方式或是個案分析，即不合本研究所需將予以刪除。

2. 期刊論文必須提供足夠統計數據，如樣本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或 t值等數據，以計算
出每篇樣本文獻的效果值。

3. 本研究以公開可找到且能取得全文之研究範圍。Rosenthal（1995）指出，統合分析要蒐集的
是個別研究的總成果不是結論，因此文字的說明對於計算並無幫助，論文中有足夠的數字，如樣本
數、平均數、標準差或相關係數才能求出效果值的機率值。

（四）分類編碼之選擇

1. 研究者製作統合分析登錄表，內容包含：研究的基本資料如研究編碼、作者、研究主題、研
究關鍵字、期刊、圖書、論文、年代、卷（期）及頁等。

2. 研究樣本特性：身份、職務。
3. 研究方法特性：研究設計、抽樣方法、研究結果變項。 



教 育 心 理 學 報854

4. 描述性資料：自變項、依變項、中介變項所得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以及 r、F、t或 p值。
5. 分析相關期刊論文並進行各變項之編碼登錄。
研究者針對經選用之標準篩選出的期刊論文進行閱讀分析，將各篇期刊論文的內容依所設定之

研究變項，編碼並登錄於登錄表格中，若研究資料有疑問則透過偕同研究者共同討論與分析，使研
究內容之編碼與變項能更趨客觀，本研究之偕同研究者修習過社會科學研究法，為心理、諮商相關
研究所碩士生，在編碼時先分別製作統合分析登錄表，接續再進行比對與討論登錄表的差異處。
本研究統合分析的層次變項，依據文獻探討形成本研究各變項及其子構念的概念如下說明：
1. 組織制度：包括組織規範、組織競爭、工作氣氛三項。
2. 工作表現：包括自我效能、建言行為、顧客導向行為三項。
3. 正向主觀感受：包括情緒智力、工作滿意度及心理健康三項。
4. 負向主觀感受：包括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兩項。

（五）選擇計算各研究之效果值

統計分析係以數學與統計技術做「單位轉換」將傳統高統統計值（χ2, t, F, p 值）變換為「等值」
的效果值即是（Fisher’s Zr, Cohen’s d, Hedges’s g, Odds Ratio）提供研究效果值之比較基準點，俾利
彌補直覺思考上的盲點與謬誤（張紹勳，2014）。
對於每篇選入編碼的文章進行 Rosenthal（1995）的統合分析研究方法之技術，計算個別的效果

r值及論文合併後平均效果量做分析。藉由進行科學計量程式，運用資訊工具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CMA）2.0軟體進行分析，並解釋統合分析各項數據的意涵，如效果值、異質性等，俾利
提供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六）統合分析研究結果與假設檢驗

研究者將研究結果所發現的結果提出問題，加以說明與討論，並且對相關議題在實務上及未來
的研究方向，提出具體之建議。

（七）文獻資料樣本的蒐集來源與範圍

為驗證本研究假設，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以情緒勞務的研究作為選樣標準。本研究是採用統合
分析法分析觀察各變項間的相關程度，基於統合分析法的精神，必須將研究領域內過去相關期刊論
文盡可能的蒐集齊全，方能探詢變項間的真實關係（黃寶園、林世華，2007）。基於前述概念及研
究需求，研究對象設定為國內過去有關「情緒勞務」的個別期刊論文。
有關「情緒勞務」的個別研究的搜尋，主要是以中文關鍵字：情緒勞務為搜尋標準，使用電腦

檢索「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資料庫（至 2022年 12月 31日）搜尋，最後蒐集有 88篇與情緒勞
務有關的研究，再依篩選標準，分別是研究樣本須為實證性量化研究，以利於將研究數據透過公式
轉換；研究資料須呈現完整數據。若期刊論文資料無法被選用，主要因素為未提供樣本數、平均數、
t值或 F值以致於無法計算效果值，研究結果未呈現相關係數以利後續編碼，研究採質性研究、行
動研究無法取得計算效果值的相關數據，部份期刊論文的依變項與本研究登錄項目不符合等因素，
最後符合本研究篩選條件共計 51篇。
本研究將運用 Rosenthal（1995）所採用的統合分析技術，採用 CMA 2.0軟體進行分析。CMA

可針對研究資料中各種不同形式統計量予以分析，並獲取加權平均效果值、標準差、變異數、信賴
區間、同質性檢定、標準化殘差等研究所需之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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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效果值的轉換

Rosenthal（1995）指出 r值容易產生線性偏誤，採 Fisher’s的 Zr轉換模式減少偏誤以利合併，
r值轉換 Fisher’s Zr值之公式如下： 2 1 - r1

Zr = 
1
2

loge
1 + r1

1 - r1

2. 同質性檢定

以 CMA軟體中所計算之 Q統計值進行同質性檢定，若 Q值未達顯著，則研究效果值與母群平
均效果值之差異為抽樣誤差所造成，可直接將效果值合併求其平均。反之若 Q值達顯著，則表示效
果值之分配具有異質性，需進一步了解是否受調節變項之影響（游淑惠，2014）。 

3. 效果值分析

（1）依同質性檢定結果，評估效果值採固定效果模式或隨機效果模式。固定效果模式假定效
果值之變異除真實變異外，其餘為可辦識之誤差，採固定之權數進行整合；若多個研究結果合併總
效值不具同質性，則採隨機效果模式，其假設效果值之變異除真實變異外，其餘為不可辨識的誤差，
若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異質，除採隨機效果模式進行分析外，並進一步探討其調節變項。 
（2）平均效果值 Zr顯著性考驗，以 p值 < .001作為顯著性考驗標準。
（3）效果值大小判定，本研究以 Cohen（1992）所提出之參考指標為解釋基準，r ≦ .10表示

低效果值，r ≧ .50表示高效果值，.10 < r < .50為中效果值。
（4）出版偏差檢視，若 Fail-safe N小於 5k+10，出版偏差影響極大且效果值不穩定；若 Fail-

safe N大於 5k+10，表示出版偏差對研究結果影響不大。 

結果

本研究目的是將國內情緒勞務相關之期刊論文，以統合分析技術蒐集相關資料加以檢定。根
據 Cohen（1992）提出效果值大小的標準，r ≦ .10屬於低效果值；r ≧ .50屬於高效果值；.10 < r < 
.50屬於中效果值，以及根據 Cochran Q異質性檢定來分析，若 p < .001，則表示異質性達到顯著，
本研究即採次群組分析，即是進行子項目細項分析內文，而依照上述標準條件進行各變項統合分析，
結果彙總如表 1。

（一）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之關聯性

本研究探討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之相關性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403，其 95%信賴區
間介於 .327至 .473之間，Z值 9.596，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7.650，表示在觀察到的變異量中，有 97.650%是來自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
的變異。本研究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分析結果，平均效果值達 Cohen（1992）.20 < r < .50，達中效
果規模標準，表示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具有相關性。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之間具有中度且正向相關，
當情緒勞務感受越強，組織制度亦會越高；反之，當組織制度越高時，情緒勞務感受亦會越強。因此，
推斷本研究假說一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呈正相關，假說一獲得成立。

（二）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之關聯性

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方面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378，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339至 
.415之間，Z值 17.582，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1.282，表示在
觀察到的變異量中，有 91.282%是來自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本研究
情緒勞務工作表現分析結果，平均效果值達 Cohen（1992）.20 < r < .50，達中效果規模標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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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上具有相關性。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之間具有中度且正向相關，表示當情緒勞
務感受越強，工作表現亦會越高。推斷本研究假說二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呈正相關，假說二獲得成
立。

（三）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之關聯性

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方面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170，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098
至 .239之間，Z值 4.630，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7.668，表示
在觀察到的變異量中，有 97.668%是來自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本研
究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分析結果，平均效果值達 Cohen（1992）.10 < r < .20，達低效果規模標
準，表示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上具有相關性。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之間具有低度且正向相
關，表示，當情緒勞務感受越強，正向主觀感受亦會越高。因此，推斷本研究假說三情緒勞務與正
向主觀感受呈正相關，假說三獲得成立。

（四）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之關聯性

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方面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175，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263
至 -.085之間，Z值 -3.775，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8.388，表
示在觀察到的變異量中，有 98.388%是來自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2%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本
研究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分析結果，平均效果值達 Cohen（1992）.10 < r < .20，達低效果規模
標準，表示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上具有相關性。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之間具有低度且負向
相關，表示，當情緒勞務感受越強，負向主觀感受亦會越低。因此，推斷本研究假說四情緒勞務與
負向主觀感受呈負相關，假說四獲得成立。

表 1
情緒勞務與各變項間比較表 

變項 研究數 效果值
95% CI Z值 Q值 I2值 5k+10LL UL

組織制度 57  0.403 .327 .473  9.596 2382.570*** 97.650 295
工作表現 52  0.378 .339 .415 17.582  584.973*** 91.282 270

正向主觀感受 66  0.170 .098 .239  4.630 2787.273*** 97.668 340
負向主觀感受 85 -0.175 -.263 -.085 -3.775 5212.432*** 98.388 435

註：CI = 信賴區間；LL = 下限；UL = 上限。
*** p < .001.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提出了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工作表現、正向主觀感受以及負向主
觀感受的假說，各變項分析值均達 .001的顯著水準，以下依不同假說進行討論：

1.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之間呈現中度正相關

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的研究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403，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327至 .473
之間，Z值 9.596，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7.650，表示在觀察
到的變異量中 97.650%為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此研究結果與林子堯
與張偉雄（2018）與張偉雄（2020）對於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中有顯著正相關之結果相同；與陳璿
如與王淑清（2016）針對組織的工作環境與情緒勞務的結果也呈現顯著正向關係相同；另外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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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之中也與劉莉玲與王光毅（2017）提及員工競爭與情緒勞務呈現正相關，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
兩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Hur與 Shin（2023）員工的日常感知就業不安定感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勞
務，組織可透過在不同層次提供支持，來減輕情緒勞務和緊急情況下的工作壓力導致的情感耗竭
（Kumar & Jin, 2022）。且以 Cohen（1992）之標準，變項之關聯為中度效果值。意指當組織制度
或情緒勞務其一影響工作者時，另一變項也會隨著影響。

2.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之間呈現為中度正相關

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方面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378，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339至 
.415之間，Z值 17.582，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1.282，表示在
觀察到的變異量中 91.282%為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此與陳怡君與郭
丁熒（2020）、鍾政偉等人（2021）針對情緒勞務與工作績效與自我效能的研究之中呈現顯著正相
關的研究結果相同；在行為表現之中也與侯勝宗等人（2015）、Wang與 Chang（2016）、陳殷哲
與蔡毓靜（2020）所提出情緒勞務與工作者行為正相關的研究結果相同。Kirk等人（2023）透過訪
談亦指出，若能有效改善情緒勞務情形，對於工作人員感受到的工作潛在負面影響也能夠有所降低，
情緒勞務也對於一線員工的創造力有顯著影響（Ma et al., 2023）；Hu等人（2023）認為組織支持
對情緒勞務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情緒勞務對職業能力和職業承諾產生積極影響。本研究結果資料中
能發現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兩者呈現中度正相關，意指當情緒勞務或工作表現其一影響工作者時，
另一變項也會隨之影響。

3.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呈現低度正相關

實證研究指出正向主觀感受提及工作滿意度、情緒智力以及心理健康三項，Xu與 Fan（2023）
認為情緒勞務和工作滿意度之間存在正相關，同時受到工作關係的平行中介作用。Wu等人（2024）
提出員工的情緒勞務中的深層作用與更高的服務質量相關，而表面作用則導致較低的服務質量；
Delgado（2023）提出心理健康中的韌性和情緒勞務具有正相關。在國內研究之中提及工作滿意度
時皆呈現正相關（朱正一，2013；陳棟樑等人，2017；陳璿如、王淑清，2016；許順旺、李湘玲，
2012；劉馥夢、陳殷哲，2016）；情緒勞務與情緒智力在 Hu（2013）以及謝佩玲（2015）研究之
中也為正相關；在李卿雲等人（2013）、李卿雲（2013）以及齊文華（2015）在情緒勞務與心理健
康的相關研究之中，兩者也呈正相關。由本研究之中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方面分析結果，其平
均效果值 r值為 .170，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098至 .239之間，Z值 4.630，p < .001達顯著水準，
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7.668，表示在觀察到的變異量中 97.668%為研究間實際變異，
僅約 3%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綜上所述，情緒勞務與正向主觀感受呈現低度正相關，意指當情
緒勞務感受越強，正向主觀感受亦會越高，有效運用情緒勞務策略，對於工作滿意度、情緒智力以
及心理健康的正向主觀感受，具有促進作用。

4. 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呈現低度負相關

在負向主觀感受的實證研究中，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對於情緒勞務的影響，在陳書梅（2012）、
陳建和與吳沛妤（2019）、劉馥夢與陳殷哲（2016）、楊淑芬（2021）以及黃秀萍（2022）等人的
研究結論上發現情緒勞務與工作壓力呈現正相關的結果，意指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有高度的關聯；
在工作倦怠中則為負相關，彭馨瑩等人（2017）指出不同的情緒勞務策略所造成的結果不同，Hu
等人（2023）認為職業壓力和組織支持可以預測正負向特徵潛在影響以及與工作倦怠有關。本研
究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方面分析結果，其平均效果值 r值為 -.175，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263
至 -.085之間，Z值 -3.775，p < .001達顯著水準，顯示效果值分配具有異質性，I2值為 98.388，表
示在觀察到的變異量中，有 98.388%為研究間實際變異，僅約 2%來自於隨機誤差的變異。綜上所
述，在過往研究結果與本次研究結果相符，情緒勞務與負向主觀感受呈現低度負相關，當情緒勞務
感受越強，負向主觀感受亦會越低，工作樂趣的探索以改變負面想法、維持工作熱忱的情緒勞務形
式調整，可避免心理壓力累積造成情緒耗竭的負向主觀感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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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建構組織制度的支持性與友善性，促進自我覺察改變情緒勞務

（1）公司活動。情緒勞務與組織制度兩者密不可分，在本研究中提到兩種情緒勞務分別是淺層的
情緒偽裝以及深層的情緒演出來因應工作的需求。另外也可以透過參與不同公司制度模式、組織良
性氣氛，以及營造較為友善的工作氣氛，來使自己更安心、安全地在組織內工作，例如在公司內部
有不同的活動參與，來認識不同工作夥伴形成同儕的支持團體。

（2）員工企業諮商。藉由主管或資深前輩的工作經驗分享，來了解組織制度以及文化脈絡，抑或
者透過諮詢或是相關個別心理輔導、諮商來覺察自己對於情緒的感受與處理策略，使自己能更加健
康的處於工作環境之中。

（3）組織制度。在組織層面中，管理階層對於情緒勞務以及員工在面對情緒的策略上，應該有更
多了理解，促使組織在面對情緒勞務時能有更穩定的運作，故組織可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與活動，如
新人訓練、共識營、健康講座等，在活動之中說明組織文化與制度，使同仁能理解組織，增加工作
者的組織認同、組織承諾；另外管理階層也可以透過一些工作環境、競爭比賽、獎酬制度以及工作
氣氛的調整，利用物理、心理空間的調整以及前述提及的教育訓練與活動的安排，使工作者能認同
組織文化時便能使其在情緒勞務上轉為深層情緒演出的情緒策略。

2. 強化工作效能表現，改善情緒勞務狀態

情緒勞務是一個不同於智能與體能勞務的工作表現形式，情緒勞務會受到工作表現、工作績效
的需求，彼此間產生交互影響，導致工作效能提升或者是降低。在個人層面能做的便是不斷的感受
與覺察自己的情緒、工作環境中的氣氛，使自己能在工作時呈現合宜的情緒表現。在組織層面與工
作表現之中，組織透過制度、規範的調整來強化工作人員在情緒勞務中的工作表現，在教育訓練中
透過顧客導向行為課程、情緒運用來增加工作者對於執行業務的過程中的合宜情緒表現；此外也可
以透過鼓勵創新行為、自我激勵等策略，例如辦理工作改善計畫訓練、在職專業訓練等，來讓工作
者有不同的自我效能的提升，使情緒勞務與工作表現能有正向的影響，以利公司績效的達成。

3.正向主觀感受提升，轉化情緒勞務策略

正向主觀感受之中以工作滿意度、情緒智力以及心理健康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1）工作滿意度。在個人層面之中，工作者透過工作滿意度的自我覺察、自我價值的探索、工作
角色的定位、對於工作的要求等覺察，來形塑個人在工作中的價值，也透過自己在工作發展的過程
中讓自己有更多的成就感，便能提升自己在情緒勞務中以更一致性的情緒策略來面對工作，例如於
季度績效評估或者是年度考績評比過程，與員工討論個人工作效能表現，以正向鼓勵與肯定，協助
員工對於工作滿意度的覺察；在組織層面，透過支持性氛圍來影響工作者對於工作滿意度的提升，
透過管理階層的認同形成支持性的工作環境，重視員工福利與權益，讓工作者能感受到組織對於工
作者的重視。

（2）情緒智力。在個人層面之中，工作者情緒智力的提升對於團隊合作與溝通是有利而無害，情
緒智力能調節自己與團隊、組織的互動，而有效地針對目標前進，故個人在情緒智力的提升上，可
透過第一步情緒的覺察來認識自己的情緒，在認識情緒時，能停下自己腳步藉由不同於過往的溝通
模式來進行對話，讓自己在人際互動的歷程中能讓彼此有更多彈性與空間，也營造出舒適的對話空
間；在組織方面，教育訓練的安排中，可透過情緒管理、情緒認識、溝通技巧以及人際互動等相關
課程，讓工作者參與，藉由教育訓練的過程讓工作者提升情緒管理以及人際互動的能力。

（3）心理健康。在個人層面之中，心理健康經常是工作者忽略的一個部分，許多時候工作者在面
對情緒時較不敏感，所以累積的壓力便容易形成心理的負擔，故可以透過心理資本的增加使工作者
來面對更多挑戰，故建議工作者能透過自我覺察來認識自己、強化自己，關注個人的自我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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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的優劣勢來調整個人的工作策略，優點加以保留，缺點勇於面對調整，形成正向的心理資本
的累積；在組織層面，透過心理健康的團體課程、活動講座以及員工心理健康調查，讓人資部門能
更掌握同仁們的心理健康狀態。

4.透過壓力管理，減少情緒耗竭，修正情緒勞務形式

在負向主觀感受之中透過工作壓力以及工作倦怠兩項來提供建議：

（1）工作壓力。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工作壓力亦然，故工作者在面對工作壓力時除了常用的情
緒紓壓管道外，若工作者能在工作過程中適時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也能降低工作壓力的形成，朱
家煦（2020）指出表達真實情緒能降低工作壓力，進而降低工作倦怠，所以在面對情緒勞務的困難
時，透過面對真實的自我並真實的表達感受能讓工作者有更多的紓壓管道；組織層面而言，績效與
壓力相輔相成，管理階層如何拿捏得宜就成為經營者的一門藝術，故在管理層面上透過管理顧問或
諮詢的歷程中來協助管理者培力，而針對工作者的部分，透過紓壓課程、壓力管理、績效管理等教
育訓練課程，或是在過程中透過心理諮詢、諮商的介入，協助工作者減壓或是調整工作策略，甚至
是在人力配比上的提升，相關策略皆可能使工作者降低工作壓力。

（2）工作倦怠。如同工作壓力一般，不斷累積壓力後便容易造成工作的倦怠，所以在個人面對工
作倦怠時就會出現離職的意願，對於組織而言人才培力不易，若人力的流動率高，便容易造成組織
的不穩定。故在個人層面在面對工作倦怠時可透過心理諮詢或諮商來釐清個人對於工作現況的覺
察，或是透過個人專業的進修來面對不同的挑戰；至於組織層面面對工作倦怠時，應重視情緒勞務
的影響，在組織之中若能更暢通溝通管道、重視工作者面對情緒勞務的原因等，便能透過制度、規
範的調整或是人才工作業務適配的釐清，來處理工作倦怠的問題。

5.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為蒐集國內期刊論文並以立意抽樣為主要方法，並經過統合分析來形成研究與結果，建
議未來研究可以不僅侷限於國內期刊資料，可透過國內論文或相關文獻以及納入國外發表之期刊文
獻再次進行統合分析，以利情緒勞務的統合分析有跨文化、跨組織的多元理解與深入分析探討，可
以更能貼近情緒勞務與其他變項間真實的因果關係。此次研究經統合分析法進行分類編碼為四個構
面：組織制度、工作表現、正向主觀感受、負向主觀感受，在研究結果之中能發現有不同層度的相關，
建議未來可依構面及相關潛在變項進行分析，包含：組織行為導向、組織承諾、顧客承諾、工作壓力、
工作倦怠、情緒智力、人格特質等面向，分析研究後也能嘗試發展相關量表工具供實務工作者使用，
使理論與實務能相結合。最後在資料蒐集的部分，能發現期刊中主要針對護理、教育、服務業、公
部門相關產業，近期也開始有少數助人專業開始探討情緒勞務對其影響，包含社工、教保員以及心
理師，所以在未來若在不同產業別累積足夠文獻後，也能針對不同分類上進行分析研究，以利對於
不同專業的情緒勞務的理解。

6.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統合分析法進行分析，所蒐集之研究樣本，皆需具有完整的相關係數數據才能納入
研究分析樣本，但並非每個研究皆會提供完整數值，若僅提供典型相關分析或迴歸分析等缺乏完整
數據，或為質性研究之研究成果皆需排除。此外，本研究蒐集之樣本局限於網路公開發表的期刊論
文電子全文進行資料分析，故電子全文未直接公開之學術資料庫、國圖紙本論文、僅有紙本發表或
研究結果不顯著之相關資料，不納入研究樣本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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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Emotional Labor

Hui-Chuang Chu1, Ming-Kai Chang1, and Yin-Che Chen1

In this study, an objective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2005 and 2022 in Taiwanese 
journals on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labor on organizational systems, work performanc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workers in Taiwan.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wer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to elucidate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emotional labor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effect size of each related variabl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and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organizational systems, work performanc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we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variables and subconstructs considered in the meta-analysis wer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with organizational norm,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on, and working atmosphere as subconstructs), work 
performance (with self-efficacy, voice behavior, and customer-oriented behavior as subconstructs), posi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ork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health as subconstructs), and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with work 
stress and burnout as subconstructs).

Before the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the current study defined emotional labor. A rigorous and comprehensive 
process for selecting relevant studies on emotional labor was used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data that were analyzed. A systematic search for journal articles was conducted in the Airiti Library. 
The ancestry approach was used to search the bibliographies and abstracts of these articles, and the descendancy approach was 
used to track follow-up research through the citation index, with the aim of maximizing 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tudies while 
avoiding missing key information. Th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journal article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articles were required 
to be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emotional labor included in the Airiti Library. Master’s and doctoral theses, qualitative studies, 
and case studie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nalysis. Second, the article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statistical data, such 
as information on sample sizes,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SDs), F values, and t values, to enable calculation of the effect 
size of each sample article. Third, the full texts of the articles were required to be publicly available. According to Rosenthal 
(1995), a meta-analysis is a technique that focuses on the overall results of each study rather than on its conclusions. That is, 
text descriptions should not contribute to calculations, and the probability value of effect size can be calculated only if selected 
studies provide sufficient numerical data, such as information on sample sizes, means, SD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dividual studies on emotional labor published up to December 2022 in the Airiti Library were searched using the Chinese 
keyword for “emotional labor.” A total of 88 studies were collected, and empirical quantitative studies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data were selected to facilitate the conversion of research data through mathematical equations. Studies were excluded if they 
did not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ample sizes, means, t values, or F values, which were used for effect size calculation; they did 
not provid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hich were used for coding; they were qualitative or action studies that did not contain the 
data required to calculate effect sizes; or their dependent variables did not match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this study. Ultimately, 
51 studi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meta-analysis technique proposed by Rosenthal was implemented using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 which is designed to analyze statistical research data for calculating weighted mean effect sizes, SDs, var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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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homogeneity degrees, and standardized residua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emotional labor moderate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rganizational systems (mean effect size 

r = .403, 95% CI = .327– .473, Z = 9.596, p < .001), with a heterogeneous effect size distribution. An I2 value of 97.650 was 
obtained, indicating that 97.650% of the observed variances were actual variances between studies and that only approximately 
3% were variances from random error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in and Chang (2018) and Chang (2020), 
who have reported that emotional labor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Chen and Wang 
(2016), who reported that the work environment of an organiza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emotional labor. 
In terms of working atmosphere, Liu and Wang (2017) argued that employee competi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emotional 
labor, which in tur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ccording to Hur and Shin (2023), 
the daily perceptions of employees regarding employment insecurity can affect their emotional labor. During contingencies, 
organizations can provide their employees with various levels of support to mitigate their emotional labor and work stress, 
which frequently lead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Kumar & Jin, 2022). In this stud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Cohen (199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was found to have a moderate effect size. That is, when either organizational systems or 
emotional labor affects workers, the other variable also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s workers.

Emotional labor moderate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 performance (r = .378, 95% CI = .339– .415, Z = 17.582, 
p < .001), with a heterogeneous effect size distribution. An I2 value of 91.282 was obtained, indicating that 91.282% of the 
observed variances were actual variances between studies and that only approximately 3% were variances from random error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Chen and Guo (2020) and Chung et al. (2021), who have reported that emotional 
labor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work performance and self-efficacy. According to Hou et al. (2015), Wang 
and Chang (2016), and Chen and Tsai (2020), emotional labor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worker behavior. In an interview 
study, Kirk et al. (2023) discovered that reducing emotional labor mitigates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 of work that workers 
perceive. Emotional labor also greatly affects the creativity of first-line workers (Ma et al., 2023). Hu et al. (2023) argued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ositively medi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motional labor on job competence and commitment. In this 
study, a moderate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emotional labor and work performance. In other words, when 
either emotional labor or work performance affects workers, the other variable also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s workers.

Emotional labor weak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r = .170, 95% CI = .098– .239, Z = 4.630, 
p < .001), with a heterogeneous effect size distribution. An I2 value of 97.668 was obtained, indicating that 97.668% of the 
observed variances were actual variances between studies and that only approximately 3% were variances from random error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posi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include work satisfacti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Xu 
and Fan (2023) argued that emotional labor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work satisfaction, and this correlation is mediated by work 
relationships. Wu et al. (2024) indicated that the deep-level effects of emotional labor on employees increase service quality, 
whereas its surface-level effects reduce service quality. Delgado et al. (2020) repor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labor. Various studies conducted in Taiwan have indicated that emotional labor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work satisfaction (Chen et al., 2017; Chen & Wang, 2016; Chu, 2013; Hsu & Lee, 2012; Liu & Chen, 2016). For example, 
Hu (2013) and Hsieh (2015) have reported that emotional labor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Furthermore, 
Lee et al. (2013), Lee (2013), and Chi (2015) have argued that emotional labor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mental health. In this 
study, higher emotional labor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posi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Accordingly,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can promote work satisfacti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Emotional labor weak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r = -.175, 95% CI = -.263 to -.085, Z 
= -3.775, p < .001), with a heterogeneous effect size distribution. An I2 value of 98.388 was obtained, indicating that 98.388% 
of the observed variances were actual variances between studies and that only approximately 2% were variances from random 
errors. Multiple empirical studies on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work stress and burnout are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labor. According to Chen (2012), Chen and Wu (2019), Liu and Chen (2016), Yang (2021), and Huang (2022), 
emotional labor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s with work stress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burnout. Peng et al. (2017) 
argued that each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leads to unique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Hu et al. (2023) 
contended that work stres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redic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tential effects of work, and these two 
variables are associated with burnout.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is study, indicating that emotional labo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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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This notion suggests that workers can mitigate negative thoughts 
and maintain their work enthusiasm by managing their emotional labor through finding joy in their work, which can prevent 
emotional exhaustion resulting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Keywords:  emo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al system, work performance, posi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negative subjective feelings


